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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型城市群城镇化碳排放的驱动因子

苏王新１，２，孙然好１，∗

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 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要：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战略举措，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主要地域单元。 以中国典型城市群 ６ 个

代表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和重庆）为案例，采用因素分解法将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分解为 ４ 部分，包括人口规模

效应、经济发展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碳强度效应，研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城镇化过程中碳排放的驱动机制。 主要结果：（１）各城市

群的经济总量均有增长，能源效率逐渐提高，碳排放强度在北京、上海和重庆的是下降趋势，在天津呈上升趋势，而在广州和武

汉则趋于平稳状态，各城市群能源消耗中各种能源的比重和碳排放量的变化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性；（２）天津和广州的 ４ 个碳

排放影响效应整体上是逐渐增大，北京和上海是趋于平稳对称，武汉和重庆是先减小后增大。 研究表明，经济和人口对碳排放

具有正向作用，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具有负向作用。 通过研究中国典型城市群碳排放的驱动因子，有助于城市群碳排放权交易的

政策制定以及城市群发展模式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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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产、生活和人口的集聚地，城市是能源消费的主体［１］。 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战略举

措，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主要地域单元，具有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２⁃４］。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转移对能源资源和碳排放的冲击

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刚性需求也将会保持高位增长态势，由此产生的碳排放将会对经济、社
会和环境的持续发展形成较大压力［５⁃６］。 ＩＥＡ（２００９）数据显示 ２００７ 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中
国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２０１５ 年巴黎气候大会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承诺碳排放强度减排目标，即
２０３０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ＣＯ２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０％—６５％。 那么如何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不断

优化城镇化发展格局，提升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建立一种益于节约能源和资源的发展模式，降低城镇化的资源

和环境成本，走低碳发展道路，是现今面对的严峻问题。
目前对于能源使用导致的碳排放的驱动因素有多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例如因素分解法、向量自回归法、相

关性分析法等［７］。 因素分解法包括结构分解法（ＳＤＡ）和指数分解法（ＩＤＡ）。 指数分解法（ＩＤＡ）是对各个解

释变量的微分展开的一种分析方法，其中的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 指数分解法和 Ｄｉｖｉｓｉａ 指数分解法是能源研究领域应用

普及率最高的两种研究方法［８⁃１０］。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 指数测量的是某一领域一组条目在历史上的百分率变化情况，使
用的权重是根据基期的价值确定的，主要包括修正的 Ｆｉｓｈｅｒ 理想指数和 Ｓｈａｐｌｅｙ ／ Ｓｕｎ 方法。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 指数法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８０ 年代初得到广泛应用，该方法的主要优点是简单直观、易于理解、便于操作［１１⁃１２］。
国际上对城市化和碳排放的研究主要分为发达国家城市低碳转型和发展中国家低碳城市化两类［１３⁃１４］。

相关研究认为人口的城市集聚、城市化生活方式以及城市形态等都是影响城市碳排放的驱动因素［１５⁃１６］，碳排

放强度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碳减排效果的理想指标［１７］，能源强度是分析人类行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

指标［１８］，也有研究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碳排放的推动力有 ４ 大因素［１９］，即人口、人均 ＧＤＰ、单位 ＧＤＰ 的能源

用量、单位能源用量的碳排放量。 国内碳排放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关于能源消耗、碳排放的研究，多数

是在国家尺度、省域尺度上进行［２０⁃２２］，而以城市群作为对象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对典型城市群城市碳排放的

对比分析较少［１］。 因此，本研究以中国五大城市群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口、经济、能源结构和能源强

度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为城市群碳排放权交易的政策制定以及城市群发展模式研究提供保障。

１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选取长三角城市群的上海市、珠三角城市群的广州市、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市和天津市、长江中游城市群

的武汉市和成渝城市群的重庆市为研究对象。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市辖区年末总人口、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市辖

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等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１５）》，统计数据

“市辖区”包括所有城区，不包括辖县和辖市；统计人口为年末户籍人口。 能源消耗总量、各种能源的消耗量

（煤炭、焦炭、石油、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统计数据均为终端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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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方法

世界能源需求的 ８０％—８５％来源于化石燃料，８０％—９０％的碳排放来源于化石燃料能源消耗［２３］。 因此，
化石燃料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是碳排放研究的重点。 目前，碳排放量的测算方法主要有实测法、物料衡算法

和排放系数法等［２４］，因排放系数法公认程度高、数据较易获得［２５］，在学术界中应用最多。 在碳排放系数的确

定方面，各个机构和学者的标准各不相同，本文采用的碳排放系数如表 １ 所示。 碳排放量的测算选取煤炭、焦
炭、石油、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等 １０ 类主要化石能源，以各类能源的消费总量

乘以各自的平均低位发热量与 ＣＯ２排放系数获得 ＣＯ２的排放量，表达式如下：

Ｃ ＝ ∑
１０

ｉ ＝ １
（ｃｏ２ ) ｉ ＝ ∑

１０

ｉ ＝ １
Ｅ ｉ × ＮＣＶｉ × ＣＥＦｉ

式中，Ｃ 为各类化石能源 ＣＯ２排放总量；ＮＣＶｉ表示第 ｉ 种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是 ＫＪ ／ ｋｇ；ＣＥＦｉ表示第 ｉ
种能源 ＣＯ２排放系数，单位是 ｔ⁃Ｃ ／ ＴＪ。

表 １　 各类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与二氧化碳排放系数［２６］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ｅｔ ｃａｌｏｒｉｆ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２６］

燃料类型
Ｆｕｅｌ ｔｙｐｅｓ

发热量
Ｃａｌｏｒｉｆｉｃ ｖａｌｕｅ

二氧化碳排放
系数 ／ （ ｔ⁃Ｃ ／ ＴＪ）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燃料类型
Ｆｕｅｌ ｔｙｐｅｓ

发热量
Ｃａｌｏｒｉｆｉｃ ｖａｌｕｅ

二氧化碳排放
系数 ／ （ ｔ⁃Ｃ ／ ＴＪ）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煤炭 Ｒａｗ ｃｏａｌ ２０．９３ ＫＪ ／ Ｋｇ ２６．８ 柴油 Ｄｉｅｓｅｌ ｏｉｌ ４２．７１ ＫＪ ／ Ｋｇ ２０．２

焦炭 Ｃｏｋｅ ２８．４７ ＫＪ ／ Ｋｇ ２９．５ 燃料油 Ｆｕｅｌ ｏｉｌ ４１．８７ ＫＪ ／ Ｋｇ ２１．１

原油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４１．８７ ＫＪ ／ Ｋｇ ２０．０ 液化石油气 ＬＰＧ ５０．２４ ＫＪ ／ Ｋｇ １７．２

汽油 Ｇａｓｏｌｉｎｅ ４３．１２ ＫＪ ／ Ｋｇ １８．９ 天然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３８．９８ ＫＪ ／ ｍ３ １５．５

煤油 Ｋｅｒｏｓｅｎｅ ４３．１２ ＫＪ ／ Ｋｇ １９．６

本文采用的是完全分解模型，由 Ｓｕｎ Ｊ Ｗ 在 １９９８ 年提出［２７］，按照 Ｓｈｏｂｈａｋａｒ Ｄｈａｋａｌ［２６］中的方法计算能源

使用的碳排放量，研究能源使用导致碳排放的驱动因素。 将 １５ 年的统计资料每 ２ａ 作为一个时间点共分 ７ 个

时间段 （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差分解求 ４ 个影响碳排放的驱动因子效应。

Ｃ ＝ Ｃ
Ｅ

× Ｅ
ＧＲＰ

× ＧＲＰ
Ｐ

× Ｐ ＝ ＣＩ × ＥＩ × ＰＣ × Ｐ （１）

式中，Ｃ 为总的碳排放量（千 ｔ）；Ｅ 为最终能源消费量（ｔ 标准煤）；ＧＲＰ 为地区生产总值（百万元）；Ｐ 为年末总

人口数（百万）；Ｃ ／ Ｅ 为碳强度效应（ＣＩ）；Ｅ ／ ＧＲＰ 能源强度效应（ＥＩ）；ＧＲＰ ／ Ｐ 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ＰＣ）。 ＣＩ、
ＥＩ、ＰＣ 和 Ｐ 是解释变量。 从 ｔ 年到 ０ 年排放量的增加值为：

Ｃ ｔ － Ｃ０ ＝ ＣＩｔ × ＥＩｔ × ＰＣ ｔ × Ｐ ｔ － ＣＩ０ × ＥＩ０ × ＰＣ０ × Ｐ０ （２）

ＣＩ ｅｆｆｅｃｔ ＝ ΔＣＩ × ＥＩ０ × ＰＣ０ × Ｐ０ ＋ １
２

× ΔＣＩ × ΔＥＩ × ＰＣ０ × Ｐ０ ＋ １
２

× ΔＣＩ × ＥＩ０ × ΔＰＣ × Ｐ０ ＋ １
２

× ΔＣＩ ×

ＥＩ０ × ＰＣ０ × ΔＰ ＋ １
３

× ΔＣＩ × ΔＥＩ × ΔＰＣ × Ｐ０ ＋ １
３

× ΔＣＩ × ΔＥＩ × ＰＣ０ × ΔＰ ＋ １
３

× ΔＣＩ × ＥＩ０ ×

ΔＰＣ × ΔＰ ＋ １
４

× ΔＣＩ × ΔＥＩ × ΔＰＣ × ΔＰ

ＥＩ ｅｆｆｅｃｔ ＝ ＣＩ０ × ΔＥＩ × ＰＣ０ × Ｐ０ ＋ １
２

× ΔＣＩ × ΔＥＩ × ＰＣ０ × Ｐ０ ＋ １
２

× ＣＩ０ × ΔＥＩ × ΔＰＣ × Ｐ０ ＋ １
２

× ＣＩ０ ×

ΔＥＩ × ＰＣ０ × ΔＰ ＋ １
３

× ΔＣＩ × ΔＥＩ × ΔＰＣ × Ｐ０ ＋ １
３

× ΔＣＩ × ΔＥＩ × ＰＣ０ × ΔＰ ＋ １
３

× ＣＩ０ × ΔＥＩ ×

ΔＰＣ × ΔＰ ＋ １
４

× ΔＣＩ × ΔＥＩ × ΔＰＣ × Δ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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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ｏ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 ＝ ＣＩ０ × ＥＩ０ × ΔＰＣ × Ｐ０ ＋ １
２

× ΔＣＩ × ΔＥＩ × ＰＣ０ × Ｐ０ ＋ １
２

× ＋ ΔＣＩ × ＥＩ０ × ΔＰＣ × Ｐ０ ＋ １
２

×

ＣＩ０ × ＥＩ０ × ΔＰＣ × ΔＰ ＋ １
３

× ΔＣＩ × ΔＥＩ × ΔＰＣ × Ｐ０ ＋ １
３

× ΔＣＩ × ＥＩ０ × ΔＰＣ × ΔＰ ＋ １
３

×

ＣＩ０ × ΔＥＩ × ΔＰＣ × ΔＰ ＋ １
４

× ΔＣＩ × ΔＥＩ × ΔＰＣ × ΔＰ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 ＣＩ０ × ＥＩ０ × ＰＣ０ × ΔＰ ＋ １
２

× ΔＣＩ × ＥＩ０ × ＰＣ０ × ΔＰ ＋ １
２

× ＣＩ０ × ΔＥＩ × ＰＣ０ × ΔＰ ＋ １
２

×

ＣＩ０ × ＥＩ０ × ΔＰＣ × ΔＰ ＋ １
３

× ΔＣＩ × ΔＥＩ × ＰＣ０ × ΔＰ ＋ １
３

× ΔＣＩ × ＥＩ０ × ΔＰＣ × ΔＰ ＋ １
３

×

ＣＩ０ × ΔＥＩ × ΔＰＣ × ΔＰ ＋ １
４

× ΔＣＩ × ΔＥＩ × ΔＰＣ × ΔＰ

Ｃ ＝ ＣＩ ｅｆｆｅｃｔ ＋ ＥＩ ｅｆｆｅｃｔ ＋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城市化特征分析

碳排放强度 ＣＩ 是衡量能源利用质量和碳排放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用单位能耗的碳排放量来表征，其作

为一个正向指标碳排放强度 ＣＩ 值越大，说明碳排放就越多。 相关研究表明能源强度、能源类型和经济结构等

因素都会影响碳排放强度［２８⁃３０］。 由图 １ａ 可知，碳排放强度 ＣＩ 在北京、上海、重庆的趋势是下降的，在天津的

趋势是上升的，而在广州和武汉是趋于平稳的状态，说明各城市群能源消耗中各种能源的比重和碳排放量的

变化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性。
经济活动的能源强度 ＥＩ 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的能耗来表示，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能源使用效率的重

要指标之一［３１］。 一般来说，能源强度的不断降低与技术进步、能源结构改善等有密切的关系。 由图 １ｂ 可知，
１５ 年间各大城市群的能源强度的整体趋势在下降，且城市群之间能源强度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能源强度 ＥＩ
作为一个逆向指标，说明各大城市群的能源效率在逐渐提高。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城市化与工业

化进程中，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降低能源强度，从而延长既定供给量下的能源使用

期及实现可持续发展。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ＰＣ 可以表示一个经济体大致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

能源消费特征。 中国目前处于快速城市化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迅速，能源需求总量大、增速快且呈刚性特

征［３２］。 由图 １ｃ 可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ＰＣ 呈倍数级增长，广州、北京、上海和天津的增速基本一致，增速较

快，武汉次之，最后是重庆。 说明各大城市群的经济宏观上都在增长，可能是影响碳排放的因素。
在数据期间的人口总数变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然而城市化的人口冲击非常明显，有研究认为人口变

动、经济发展和技术变动等都是人类影响气候变化的决定因素，人口老化、城市化、家庭规模缩小等都是影响

未来气候变化的重要人口因素［３３］。 为了充分展示城市化人口转移带来的能源和碳排放影响，人口总数变量

Ｐ 用城市人口数量来代替。 由图 １ｄ 可知，人口 Ｐ 呈现平稳的增长态势，重庆市由于人口基数较大，而单独成

组，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武汉的人口基数基本相当，人口增速基本一致。
２．２　 碳排放的驱动效应分析

（１）城市群碳排放驱动效应的总体分析

各个城市群的经济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的驱动效应都非常明显。 如图 ２ 所示，人口规模效应对

各城市群碳排放增长有正向影响，但其贡献率较其它效应低一些。 经济效应在各城市群中均处于正向效应，
能源强度效应均处于负向效应（除重庆市第 ２、３ 段，武汉市的第 ２ 段），两者的驱动影响因子非常的显著，说
明经济的增长对碳排放是具有促进作用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是具有抑制作用的，这与多数研究结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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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六个城市的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口总量

Ｆｉｇ．１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ＲＰ，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 ｃｉｔｉｅｓ

（广州市和武汉市的 ＣＩ 用其所在的广东省和湖北省的数据来代替）

致［３４⁃３６］。 碳强度效应在各大城市群之间是有正向有负向，正负间波动变化比较大，碳强度效应对碳排放的影

响具有不确定性。 近年来各大城市群均面临着人口规模快速增加的问题，城市基础设施、房屋建设中消耗的

钢筋水泥等都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并且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们的消费规模和消费习惯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的增加。 相比其它 ３ 个影响效应，人口效应对碳排放的驱动效应波动不

是很大，均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变化态势，除北京的第 ５ 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段）和武汉的第 ６ 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之外均处于正向，说明人口效应对碳排放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２）不同城市的碳排放驱动因素

由图 ２ 可以看出，天津和广州的 ４ 个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北京和上海的 ４ 个碳排放

的影响效应趋于平稳；武汉和重庆的 ４ 个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在整体上是先减小后增大。 各城市群碳排放的经

济效应相对比较明显，且出现了拐点。 各城市群的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在逐渐增大，上海市的能源

强度效应在各大城市群中的影响为最大，广州市的最小。 北京、上海和天津的 ４ 个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在整体

上要比广州、武汉和重庆的 ４ 个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更加显著。 各大城市群中的人口规模效应对碳排放的正向

驱动效应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相对其他 ３ 个驱动效应，其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也最小。
（３）城市碳排放驱动要素的时间特征

北京市的第 ３ 段（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经济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均出现了较大的转折波动，其余时间段二者

的波动趋于相对较平稳的水平。 天津市的经济效应对碳排放的驱动效应最大，在第 ６ 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出
现了正向峰值拐点，碳强度效应在第 ５ 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出现了正向的转变，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的驱动

效应在逐渐增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 ５ 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人口规模效应的波动较大，原因在于北京市的常

住人口中外来务工人员所占比例较大，并随着经济波动而变化。
上海市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经济效应是促进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能源强度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关键

因素，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３７］。 经济效应在第 ３ 段（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出现拐点，影响效应开始逐渐下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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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六个城市的碳强度效应、能源强度效应、经济效应和人口效应

Ｆｉｇ．２　 ＣＩ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Ｉ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 ｃｉｔｉｅｓ

源强度效应则处于持续增长状态。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控制碳排放，而重工业化与能源结构的

高碳化则会增加碳排放。 因此在能源强度下降的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对上海市碳减排至关

重要［３８］。
重庆市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能源强度的抑制贡献值与经济效应的拉动贡献值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２００６ 年以

后经济发展使抑制贡献值与拉动贡献值之间的差距又不断扩大，使经济效应成为首要的碳排放促进因素。 经

济效应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情况，且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段出现了拐点。 能源强度效应，对重庆市碳排放的影响

效应总体上为负值。 有研究表明，人口数量对重庆市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影响最大。 第三产业比重每增加

１％，能源消费碳排放将会减少 ０．０９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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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的经济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具有显著影响。 武汉市的经济效应处于折线上升的态势，可
能与城市经济跨越式增长有关系［４０］。 碳强度效应处于正负间折线波动的状态，说明碳强度效应对碳排放的

影响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能源强度的抑制贡献值与经济效应的拉动贡献值之间的差距逐渐

缩小，２００６ 年以后经济发展使抑制贡献值与拉动贡献值之间的差距又不断扩大，导致城市总体碳排放的

增长。
广州市的经济效应处于梯形上升的态势，说明经济效应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在逐渐增大。 人口效应整体

趋于平稳的正效应状态，碳强度效应处于正负间折线波动的状态，说明碳强度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不确

定性。 能源强度效应的绝对值的总体趋势是在增大的。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段，经济效应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加

入ＷＴＯ 以来广东省通过大量吸引外商投资来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从而获得

了大量的“全球化红利” ［４１］。 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受到外需萎缩和国内要素价格不断攀升的影

响，广东省的出口贸易规模锐减，部分中小企业倒闭或停产，从而导致其能源消耗增量降低、能源消费的碳排

放增量有所下降。

３　 讨论

现有对于城市碳排放的研究多以单因素分析为主，包括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和经济增长、城市扩张、低碳技

术进步和体制政策创新，以及城市所依赖的能源结构等［４２⁃４５］。 碳排放核算主要包括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生产

碳排放账户包括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及商业等方面，消费碳排放账户涵盖人类衣、食、住、行、娱乐的相关

活动［３６，４６⁃４９］。 在碳排放测算方面，由于测算方法、碳排放系数标准和能源统计口径均有不同，使得碳排放测算

结果不一致［２４］。 因素分解法以各个要素之间的数学关系进行解剖，探讨经济、人口、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国
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等对碳排放的影响。 本案例研究表明，该方法能够为碳排放的驱动因子和贡献提供可

行的方法支撑。
本文因素分解的能源强度因素，６ 个城市均处于下降接近的状态，能源强度效应在碳排放方面具有负向

作用，因而可以在促进我国典型城市群的节能减排时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各地区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的利用

效率。 因素分解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因素，６ 个城市均处于增长状态，收入效应在碳排放方面具有正向作用，
可通过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建立城市群低碳法律体系，完善节能减排的市场化机制，加强城市群间科技

研发的联动支持力量等措施来促进城市群节能减排的实施，同时为后续城市的发展提供更加可持续的空间。
本文仅限于整体城市问题的研究，并未考虑到城市土地利用的变化。 相关研究表明全球能源相关 ＣＯ２排

放的年平均占有率只有 ８５％，剩余的 １５％是来自土地利用变化［５０］，本研究尚有改进空间。 生物燃料、新型能

源等的能源消耗碳排放并未计算在内，也没有分部门和分产业的进行碳排放的计量。 在后续的研究中，拟进

一步完善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加强分行业碳排放研究；进而对碳排放驱动机制开展多学

科联合研究，深入了解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和演变过程，积极研究不同区域的碳排放差异特征及其成

因，提出科学合理的碳减排政策以及相应的保障技术。

４　 结论

本文研究中国典型城市群 ６ 个代表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和重庆，近 １５ 年（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城
镇化过程中碳排放的驱动机制。 结果表明：

（１）各城市群能源消耗中各种能源的比重和碳排放量的变化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各城市群的能源强度

在逐渐降低，且城市群之间能源强度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各大城市群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ＰＣ 呈倍数级增长，
人口 Ｐ 呈平稳增长。

（２）１５ 年间的 ７ 个时间段内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和重庆的经济效应、碳强度效应、能源强度效应

对碳排放的驱动效应都非常明显。 其中经济效应和人口效应具有正向效应，也即经济的增长和人口增加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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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是具有促进作用的；能源强度效应具有负向效应，也即能源强度对碳排放是具有抑制作用的；而碳强度

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则具有不确定性。
（３）各城市群的经济效应总体上都出现了拐点，能源强度效应都在增大，不同的城市群的四个碳排放的

影响效应（能源强度效应、碳排放效应、经济效应和人口效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 广州和天津的 ４ 个碳排

放的影响效应整体上是逐渐增大；北京和上海的 ４ 个碳排放的影响效应趋于平稳对称；武汉和重庆的四个碳

排放的影响效应是先减小后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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